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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污染的舆论监督为什么需要多层次的公众参与

———基于美国ＴＲＩ数据库实践的研究

王积龙，闫思楠

摘　要：针对企业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本文考察了美国公众在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各层面的公众参与，

以及它们对于企业风险进行舆论监督的作用，进而考察对政府公共部门制定风险管控政策的影响。在这四个

层面当中，企业的公众参与使得风险评估中多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公民与社区的参与是公众参与的初级形式，

参与机会是主要目标；部分公众参与是利用大众传媒与社会专业组织为公众传播风险知识并进一步形成舆论；

充分公众参与是在政策制定层面影响风险管控政策与立法的科学与正义性。这四个层面是阶梯性、递进式的，

彼此不可或缺又各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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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企业污染的舆论监督中，各类形式的公众参与提高了公众对于企业风险的认知，进而影响
舆论对于风险的监督，甚至影响风险管控政策的制定过程。美国公众以ＴＲＩ数据库 （Ｔｏｘｉｃｓ　Ｒｅ－
ｌ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有毒物排放清单，专门针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数据库，始建于１９８７年）为基础
的３０多年实践，给我们研究公众参与及其各层次的作用提供了大量的鲜活资料。本文在风险传播
框架下研究公众参与各层面对企业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理论上，把ＴＲＩ数据库作为风险传播的
基础，就在于ＴＲＩ所有风险的确认是可以量化的。“风险感知应是可计量与可预测的”［１］，在此基
础上展开对ＴＲＩ数据库公众参与的实践研究，探索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公众参与的各层次及其功能
在监督企业环境污染中的作用，以及对我国企业环境污染之舆论监督的借鉴意义。

一、公众参与在ＴＲＩ数据库系统中的层次

风险传播基于ＴＲＩ数据库的研究是建构企业污染的 “客观风险”之需要。在风险传播中，风
险评估者往往根据量化模型来确定风险。风险评估者认为这些数字才是 “实在的风险”，根据其他
非计量的风险去制定政策被认为是独断的。菲施霍夫 （Ｊ．Ｆｉｓｃｈｈｏｆｆ）等研究者认为，风险传播中的
信息并非被同等看待，技术专家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把风险分成 “客观风险”与 “主观风险”，前
者的 “风险”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表现为公众健康数据、实验研究发现、流行病调查、潜在
风险分析等；后者的 “风险”为非专家研究结果，点缀于公众议程之中，用于以吸引公众眼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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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此标准，本研究的企业污染要建立在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在公众参与各层次中它是风险传播
之客观风险感知的基础，有了这些数据，企业污染会被 “客观”地呈现出来。
公众参与的多层次和多样化是风险正义的需要。从目前阶段来看，风险传播研究中有越来越多

的人认为社会构建与公众的信任在风险感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３］（Ｐ３２－３６）；从社会正义框架来看，
在风险管控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各种程序及其形式比公众参与的结果本身更重要［４］。参
与形式在美国国家研究中心 （ＮＲＣ）的研究结论中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该中心研究认为公
众参与中需要强制性地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风险评估中来。风险评估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不排除公众参与及公民意见 （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的前提下，科学家展开、确定风险的研
究①。按照风险正义的规范，多层次的公众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公众参与的多层次是风险发生的特定社会情境之需要。公众参与程度也取决于地方化的问题，

像企业环境污染这类公共事件，具有真实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基于假设的、去社会情境化的心理测
量等要素。米雷尔 （Ｂ．Ｍｉｒｅｌ）认为在风险感知过程中，心理学研究受限于个体的激愤因素，事实
上风险感知是由社会和文化群体建构起来的［５］，与单纯的试验设计或可计量的数据不同，社会文化
因素补充了计量要素所发生的社会情境，ＴＲＩ数据库的实践都具有这种社会情境。因此社会文化因
素也是作为本研究风险传播中公众参与程度的重要坐标，它是稳定的心理要素。与之形成对照，
“技术性”（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特征是指在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技术性要素，主要指具有制定风险管
控政策的 “技术专家”。瓦德尔 （Ｃ．Ｗａｄｄｅｌｌ）认为如果不接受公众参与，就很容易形成风险传播
的 “技术模式”［６］。在这个模式里，决定风险管控的政策掌握在 “技术专家”手里，他们自己具有
高度的公众参与性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但他们又很容易脱离公众，有学者批评技术性专家 “缺少公众
参与的合法渠道”而使得其政策服务于 “特殊社会利益”群体［７］（Ｐ６５－８４）。因此，企业风险发生的特
定社会情境为公众参与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
针对企业环境污染，好的风险管控政策制定既需要科学性又要符合社会正义，这在风险传播研

究中作为重要的参照要素反映在公众参与的各层次当中［８］（Ｐ３００－３１９）。因此，公众参与在科学实证与
社会正义框架下考察被认为是较理想的状态；与之形成对照，非实证的批判性特征成为衡量公众参
与的另一参照要素。本研究把针对企业污染的公众参与各层次建立在 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来考察，
在于企业污染的可计量与可预测属性是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的科学基础。与心理学测量不同，我们
基于ＴＲＩ的研究侧重于不同层次与功能，基于实践上的宏观模型与图解。在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的
公众参与的形式中，企业是被监督的对象又是法人，具有公众参的权利，接着是公民个人与社区，
然后是社会组织、学校教育与大众传媒，再到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公众参与。根据理论分析，做
出下图坐标的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 （如图１所示）。
作为美国环保署环境政策的规划与评估的管理者，弥尔顿·拉塞尔 （Ｍ．Ｒｕｓｓｅｌｌ）认为风险传

播过程中政府、科学家、媒体与普通公众在公众参与中具有不同的作用［９］。作为风险管理政策制定
者 （即政府监管机构）像 “批发商”，采用科学家的研究意见去解释政策 （大规模定制）的合理性；
专业的传播机构如有线广播或报纸记者是 “零售商”，通过传播新闻使他们批发的商品摆在货架上
让人挑选；普通的公民是 “消费者”，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购买商品。这是一个偏执的
单向度传播过程，但它表明在风险传播中，政府部门、科学家、媒体与公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
“阶梯性”，拥有不同的层次与地位，公众参与正好是打破这种话语权力模式，它是指在制定环境风
险管控的政策过程中，公民、风险各方、利益相关群体、市场团体与政府之间的意见交流过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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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ＲＩ数据库的公众参与层次示意图

众参与在于推动这一过程［１０］（Ｐ５）。因此，在公众参与中，政府、科学家、媒体、公民组织、公民个
人、企业等市场团体就构成了对制定政策产生不同影响的利益主体，处于不同的 “公众参与度”坐
标项内。
在针对企业污染的公众参与过程中，ＴＲＩ数据库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学者林恩 （Ｆ．Ｌｙｎｎ）

与卡兹 （Ｊ．Ｋａｒｔｅｚ）曾经对全美范围ＴＲＩ使用者的情况做过调查，使用者反映在公众参与方面，可
以通过ＴＲＩ数据库监督企业使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正常地排放，又能确定污染源所处位置，了解
污染源减排机会，获取有利于健康的信息，还可以掌握推动公众参与的方法等。研究认为以ＴＲＩ
数据库为基础的公众参与推动了各方的对话，公众知道了怎样更好地去控制企业有毒物质对外界的
排放，因此更好地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１１］。事实上在ＴＲＩ的实践过程中，公众参与展示出更复杂
的层次与关系，以此逐步展开论述。

二、公众参与在ＴＲＩ数据库中各层次的功能

在针对企业污染的公众参与中，对于风险的评估因主体性的差异而会有不同的感知结果，各群
体的诉求需要在公众参与中得到体现以形成舆论，并对风险管控的政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因此，
在公众参与过程中，风险传播的利益主体要多样化。以ＴＲＩ数据库为基础，我们探索这三十多年
里美国公众参与的实践。

（一）企业的虚假公众参与形成风险的感知客体
在以ＴＲＩ数据库为基础的风险传播中，企业是风险主要的制造者，在公众参与中它是以追逐

利润为原动力的、具有原罪特点的参与主体。摩尔 （Ｍｏｏｒｅ）和格尔斯曼 （Ｇｏｌｔｓｍａｎ）提出虚假公
众参与 （Ｐｓｅｕｄ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一说，认为这种参与形式是在风险管控的政策早已经被制定出来
后，为了避免公众的不友好反应，制定者 （如政府部门、企业等）通过公众参与来创造公众也加入
到风险管控政策制定过程的幻觉［１２］（Ｐ１９６－２０５）。“虚假参与”是对企业公众参与的最接近的描述，在以

ＴＲＩ数据库为中心的公众参与中，企业始终处于被舆论监督的对象位置。在 “虚假参与”模式里，
贝尔斯顿 （Ｌ．Ｂｅｌｓｔｅｎ）认为社区里的公民不做公众参与活动不是他们对诸如污染等风险问题不感
兴趣，而是认为公众参与仅仅是企业或地方政府一种 “决定－宣布－辩护”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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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设计好的公众参与的公关记录。并认为这种参与会导致来自公众对于风险管控政策的明显反
对，会延缓这类管理政策的出台与顺利推行［１３］（Ｐ３１）。因此，这类公众参与形式并不能吸引太多的公
民及其社区参与其中。
企业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是利用ＴＲＩ数据库进行内部环境风险监控。波音公司把ＴＲＩ数据库

里该公司的排放数据刊登于公司官网上，以此来向企业内部员工和公众展示该公司的环保工作及其
进程。该公司官网的信息显示，从１９９１到２００２年波音公司有害化学品总量排放已经减少了８２％，
波音公司将继续投资研发减排的新科技、寻找新路径①。孟山都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公司同样在本公司网
站上公开以往和现在本公司工厂排放的ＴＲＩ数据，合规的排放处罚、化学品泄露、现场优先排放
的化学品等等。在企业以ＴＲＩ为基础的风险传播中，理想状态的企业试图让公众充分了解企业对
于风险管理科学性的认知，目标公众的这种认知甚至需要达到与企业管控者相一致的程度，这样公
众就会给予企业对于风险管控的种种制度的理解与支持。事实上由于公众较少参与其中，利用ＴＲＩ
数据来检测本公司环境各类指标是公众参与的主要视角。
提高企业循环再利用能力以获取市场回报。企业利用ＴＲＩ信息可以进行有效的内部废物处理。

马拉松石油公司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Ｏｉｌ）加装热脱吸装置对废旧油桶处理，成功再利用了１２万废旧油桶；
乔治亚海湾公司 （ＧＧＣ）采用ＴＲＩ信息装置甲醇汽提塔净化管线，成功回收９　３００加仑的甲醇，这
些甲醇之前已经被作为生物废物处理［１４］。佛罗里达电照公司 （ＦＰＬ）注意到ＴＲＩ在公众参与中的
影响力，建立了回收利用中心对旧材料回收再利用，该中心每年售卖再利用产品的利润达到１８０万
美元［１５］（Ｐ３２）。范德堡大学基于ＴＲＩ的研究发现，企业从事治污活动级别较高者，其在股票市场的价
值就会越高 （ＥＰＡ，２００３，Ｐ５４．）。
企业利用ＴＲＩ数据的公众参与在于改善形象来实现市场目标。《财富》杂志用ＴＲＩ数据编制出

美国制造业的 “绿色指数”，依据企业的环境记录给企业打分 （０－１０分）并区分出十个级别［１６］。
一些公司特别是大公司会充分利用ＴＲＩ数据库中关于本企业的记录，来监测与内部评估其企业的
环境表现。对于一般的企业，如福特汽车使用ＴＲＩ来追踪本企业的环境改善轨迹，以此作为企业
可持续发展计划的一部分②。最近这些年苹果公司也会利用ＴＲＩ数据库里本企业的环境记录，每年
都会出版 《苹果环境责任报告》（ＡＥＲＲ），作为社会责任的一种具体表现向公众进行环境信息公
开。这是企业提高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公关行为。
这种 “虚假参与”让企业作为环保主体进入到公众参与中来，是形成 “企业－政府－公众”为

基础的多层次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有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光鲜夺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中，企业通常都会回避其核心业务，这些公众参与也不会对其日常决策产生影响。只有极少数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得到重视并获取了资源。因此企业的这些公众参与无法在全球业务中逐步实现环
境的改善③。这种参与和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理论里的 “战略行动”（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相似，只是
它的传播方式是单向与线性的，权力一方制定了风险管控的决策以后再与公众沟通、让公众接
受［１７］。然而，这个层次的公众参与，让公众多了一个不同利益的主体，有了一个主要的舆论监督
的客体和公共对话的对象。

（二）初级公众参与以主动争取风险信息双向流通的机会
初级公众参与是指公民个体或者社区组织引导的公民小群体，尝试在风险认知与风险管理政策

制定过程中，与制定者建立一种双向的信息交流沟通关系。按照学者罗威 （Ｇ．Ｒｏｗｅ）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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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应该是信息双向流通的过程。他们专门与公共传播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信息从权
威到公众、公共咨询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的信息从公众到权威的单向流通相区别，认为公众参与
在双向信息流通中获取参与表达的机会［１８］。
公民个人的参与是最基本的形式，因为有了ＴＲＩ数据库，美国公民会主动挖掘ＴＲＩ数据库，

传播当地企业环境污染的风险信息，扩大社区公民对当地企业风险的认知，从而获得公众参与的主
动权。威尔森 （Ｄ．Ｗｉｌｓｏｎ）是美国一位普通公民和环保主义者，在德克萨斯州墨西哥湾的锡德里
夫特镇，她采用ＴＲＩ数据库来确认这个海边小镇内有害污染物对于公众与经济的负面影响［１９］。威
尔森是该镇的第四代渔民，五个孩子的妈妈。当她得知她和邻居们生活在美国企业污染最严重的小
镇以后，她决定用ＴＲＩ数据库的信息来与企业污染抗争。作为公民个体公众参与的范例，威尔森
获得了国家渔民杂志奖 （ＮＦＭＡ）、路易斯安那环境行动 （ＬＥＡＮ）等公民奖项。
通过ＴＲＩ数据与周边的排放工厂直接双向沟通是公民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相对于企业来说，

公民个人的力量也相对较小，在公众参与中更多地以社区的形式参加到风险传播中来。１９９０年代
加州里士满小城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一些社区周围有数家炼油厂和大工厂排放化学品污染物。居民在
“改善环境社区” （ＣＢＥ）等社区组织的倡导下，挖掘ＴＲＩ数据库中有关里士满小城里的污染源，
出版了 《处于风险中的里士满》这一报告，确定有２０家污染厂，并认定雪佛龙炼油厂为最大污染
源。于是社区居民与雪佛龙公司之间组织多次的直接对话。在ＴＲＩ数据面前，雪佛龙公司答应在

１９９４年关闭工厂的旧设施替代以环保的新设备，从而达到公民、社区层面公众参与的效果①。
社区组织带领个体公民参与风险认知实现信息的双向流通，通过ＴＲＩ数据库出版社区报告以

获取参与交流的机会。爱荷华工商业协会 （ＩＡＢＩ）是致力于社区为单位来做环保的组织，利用ＴＲＩ
数据库，该组织要在德梅因波尔克县内的社区里减少 ＴＲＩ里企业有害化学品的排放，并制定在

１９９２至１９９５年间减少７０％排放的监督计划，并有较好的效果②。社区居民的参与甚至能够形成较
大的地域性舆论，密西西比河走廊广为人知的 “癌症村”（Ｃａｎｃｅｒ　Ａｌｌｅｙ）居民利用ＴＲＩ数据库出
版了社区报告 《呼吸毒物：卡尔克苏教区工业的毒害成本》③，揭示卡尔克苏教区的穷人和有色人
种的呼吸健康比普通公众承受更大的环境风险伤害。这一报告引起美国州和联邦环保部门的重视，

２００２年美国环保署太平洋西南区域办事处在此基础上还专门出版了 《降低毒性风险的公民指南》④，
针对加州、夏威夷州、内华达州等地的公民，指导他们如何使用ＴＲＩ数据库来降低社区与邻里间
的环境风险。因为有了ＴＲＩ数据库，针对企业环境污染，传统意义上公民个人、社区的公众参与
之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成为部分参与、充分参与等其他几种公众参与的基础。
学校教育中传播企业污染风险属于偏文化属性的范畴。教育领域利用ＴＲＩ数据库建立知识体

系，对学校里的学生进行环保教育，这是促进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在中学教育层面，从事公共卫
生咨询事业的约翰·斯诺 （ＪＳＩ）麾下的非营利组织环境健康研究中心设置了高中阶段的课程，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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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高中生以ＴＲＩ数据库为研究的基础，进入到环境评估与保护的公众参与中来①。在从小学到大学
的课程里面，美国环保署也在推荐各类ＴＲＩ为基础的健康防护课程②。在大学研究层面，《洛杉矶
时报》报道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利用ＴＲＩ数据库的研究，证实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即洛杉矶县，
低收入群体与拉丁族裔比其他群体更接近该区主要的几个空气污染源，有可能导致健康问题。这种
新知识也会对这个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框架［２０］。这些教育领域从知识体系上培养年轻人使用

ＴＲＩ数据库的方法，以尽早形成环保领域公众参与的习惯。
总体来看，初级公众参与主要是公民个人或社区利用ＴＲＩ数据库，传播企业污染风险的信息，

以主动获取公民参与中双向沟通的机会，即与企业或政府监管部门对话。米雷尔认为在公民与社区
公众参与层面，风险心理学家认为公民的愤怒是由社会、伦理方面的认知反应引起的，因此心理学
家认为这个层面风险传播的目的，一定不要用专家的 “事实”去 “教育”公众，而是要建立一种对
话机制，要在一个公民愤怒与恐惧的话题上建立双向共享信息的流通渠道 （Ｂ．Ｍｉｒｅｌ，１９９４，ｐ４５．）。
因此，初级公众参与中公民并不能真正地从科学高度理解风险的真实存在，而是争取获取双向信息
流通的机会以影响公众参与的结果。

（三）部分公众参与以形成公众与科学之间的沟通桥梁
部分公众参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是由 “技术性”（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正坐标轴和 “批判性”（ｃｒｉｔ－

ｉｃａｌ）负坐标轴组成。“技术性”是指风险可以独立于社会情境而被研究出来的属性。沿着这个坐标
项，风险评估者需要努力促使公众用专家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风险，公众的风险感知需要与科学理性
相一致［２１］（Ｐ３０５），这样就更容易与科学政策制定者产生互动。然而，这一维度的偏颇之处在于它排除
了企业污染风险的社会建构因素，也排除了公众利用已有知识运用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可能性。“批
判性”维度正好用来纠正这一倾向，它是大众传媒、环保的非政府组织等在用大众化的语言传播科
学风险的信息，从而在 “技术性”专家与普通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提升公众的企业风险认知能
力。这个过程中，承接了公民个体与社区的公众参与，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风险知识；另一方面，
在此层面公众并不能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只有完成这一步才能进入到政策制定者对话阶段。故
而此一层面被称为部分公众参与。
大众传媒利用ＴＲＩ进行数据分析来对公众进行企业风险传播，每年美国环保署ＴＲＩ数据库最

新的报告出炉，媒体都会对全美的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作各类分析与总结。《华盛顿邮报》对２００９至

２０１０年间全美增加了１６％有害物排放的分析认为，这些增量主要来自金属冶炼和化学品制造业，
并注意到这些产业也增加了二噁英的排放，加大伤害公众健康的风险［２２］。借助公众对于科学风险
的理解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报道有毒物排放与公众健康关系为常见的新闻生产方式，全美大报 《今
日美国》利用ＴＲＩ数据跟踪工业污染，确定出美国有１２．８万家学校毗邻高污染设施。这篇报告指
出与ＴＲＩ数据库的关系时认为： “数据是在由２万家工厂提交给政府报告信息的基础上挖掘出来
的，这里还提供给美国公民如何获取校外空气 （质量）信息以及如何防护的知识”［２３］。
大众传媒还能代表公众监督地方政府表现，从而形成舆论压力敦促地方政府改进企业污染监管

的工作。新英格兰地区的网媒ｇｏ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ｖ．ｃｏｍ利用ＴＲＩ数据库，根据罗德岛上的有毒物排放给市
政府评级，以推动公众参与③。作为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网媒 《福布斯》利用ＴＲＩ数据库中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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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排放的分布，发布美国 “最有毒”的前十名城市排行榜，以此引起公众注意力，形成对政府
的舆论压力［２４］。因为ＴＲＩ数据库很容易形成各类污染数据排名，英国 《卫报》为博得眼球也加入
到这种新闻生产中来，做了美国污染前十名电厂的排名［２５］。
这些大众传媒利用ＴＲＩ数据库进行新闻生产所形成的风险传播具有强大的舆论效果。美国联

邦环保署下属的化学应急准备和预防办公室 （ＣＥＰＰＯ）的调查发现，媒体基于ＴＲＩ数据的企业污
染风险报道过后，被媒体点名的大排放企业出现明显的减排现象，是整体产业排放降幅的两倍①。
对于公众参与来说，这一点无疑具有振奋人心的效果。
大众传媒与环保组织在ＴＲＩ数据上的舆论联动。环保组织因为具有高度的公众参与性，某种

程度上反映着公众的声音，媒体在风险传播的公众参与方面，愿意与环保组织形成舆论上的合力，
以强化舆论效果来推动公众参与。以环境美国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为例，该环保组织很注重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带动公众参与，美国多家大众传媒都与之形成过舆论联动。《今日疏浚》（Ｄｒｅｄ－
ｇ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新闻生产中使用环境美国的ＴＲＩ数据之研究发现，在２０１０年有８５０万磅的有毒化学
品被倾倒进新泽西的水航道里，造成巨大环境风险②。这种互动会有空间上的联动性，同样以环境
美国的报告为基础，《新泽西实时新闻》（ＮＪＲＴＮ）列出新泽西州境内具体的河流污染情况，如特
拉华河污染全美排名第五、摩尔斯河 （Ｍｏｒｓｅｓ　Ｃｒｅｅｋ）污染全美第十九。并指出问题根结：“环保
人士指出污染者并不是违法 （倾倒），企业自己报告给环保署的 （ＴＲＩ）数据是 （合法的），基于国
家法律许可的 （底线）向水路排放 （污染）物质的”［２６］。
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体与环保组织在事实与观点上很容易形成联动，既能用生活化的语言传播

公众以企业污染的风险知识，又能促使政府政策制定者提高排放标准，容易产生强大的舆论监督效
果，让受众多角度地感知风险，公众参与的效果就好。

（四）充分公众参与形成政策与立法
按照贝尔斯顿的观点，充分公众参与 （Ｆｕ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是一种理想状态，是指在决策机构

里每一个成员对政策的制定都有平等的权利，权力已经去中心化，公众参与过程的建议与修改方案
将会被纳入政策制定中来。当然，这种充分参与是建立在前三种层次的公众参与基础之上，没有前
三种公众参与就不会有充分的公众参与。米切尔·西蒙斯认为我们没有人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每一个
体都会平等地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表达这种公众参与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
力之强大。不过它是有条件的，学者罗斯 （Ｒｏｓｓ）认为一个开放的公众交流的平台应该包括各种利
益相关方，政策制定之前对于各种公众参与诉求的尊重［２７］（Ｐ１７１－１９０）。
充分的公众参与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对于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的企业污染风险研究，这个层面

关照的对象是社会精英阶层，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政策制定者，是在公众参与的高层次才出现
的高参与度。具有独立身份的学术团体或民间研究机构，运用ＴＲＩ数据在公众参与中能够直接推
动政府工作。布鲁克林区消费者政策研究所 （ＣＰＩ）是一个联邦政府认可、财政上独立于政府和企
业的慈善组织。这个研究机构使用１９８８年的ＴＲＩ数据库发现，乌兰诺公司 （Ｕｌａｎ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是纽约市第一家空气污染大户。它联合多家媒体报道对政府职能机关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纽约市
环保局 （ＤＥＣ）采取行动促使乌兰诺公司改造焚烧炉，把甲苯的排放减少到原来的５％左右［２８］。这
种公众参与有独立研究机构基于ＴＲＩ的数据库研究，直接推动政府提高企业产业标准的规定，大
大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效果，是这个层面公众参与的典型。
政府利用ＴＲＩ数据来完善企业公众参与的奖惩政策。科罗拉多公共卫生与环境部 （ＣＤＰ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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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ＴＲＩ数据系统为依据，确定了全州范围内１０家企业集团为最大的有害品化学排污单位。这一纪
录是该州环境部开展企业治污活动优先权及其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大企业参与政府减排项
目的重要参照①。政府职能部门利用ＴＲＩ数据库可以有效地完善企业信息公开和促进公众参与。纽
约州环保部用ＴＲＩ数据确定出全州境内４００家工厂排放出该州９５％的有毒物质，因此政府环保部
门有针对性地修改政策，重点对这些工厂进行多媒体通告、强化监督、持续检测，并通过各类媒体
形式促进公众参与②。
立法是ＴＲＩ在风险传播中对公众参与推动作用的最高体现。在制定政策方面ＴＲＩ数据库同样

具有很高的公众参与性。路易斯安纳州议会根据ＴＲＩ数据库里的信息，要求州环境质量部 （ＤＥＱ）
颁布法令确定１００种优先污染物，并为它们确立排放标准，并以１９８７年为起点到１９９４年减少５０％
的排放③。基于ＴＲＩ数据库的学术研究以精英阶层为主要的风险传播对象，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论
对精英阶层的问题分析起到框架的作用，在国际范围能培养出一些学术共同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ｉｅｓ），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大众的风险认知，为政策的出台奠定基础。比如在环境正义理论假说
里，认为至少在美国部分区域内，穷人与少数族裔社群居住在离工厂、公路和机场等高污染、高噪
音区域里更近的地方，这必然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更大的危害和风险［２９］。这一理论在美国部分地区
通过ＴＲＩ数据库的信息得以证实，如前文所述的密西西比河走廊上的 “癌症村”。这一理论在国际
上产生影响，因为大量的工业废物被运往发展中国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１９９５年９月７７国
集团修订了 《巴塞尔公约》，禁止所有危险废物从工业国出口到其他国家 （主要是第三世界）［３０］。
在充 分 公 众 参 与 层 面，实 际 是 在 机 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内 进 行 的 意 见 交 换 过 程。福 柯

（Ｍ．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认为机构是一个权力场，对于发生在制度环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下公共政策
讨论中话语的考察，能够揭示出这样的 （公共）空间：在那里公民被明显地排斥于公众参与之外，
抑或公民明显地被鼓励参与其中［３１］（Ｐ２０８－２２６）。在这个层面公众参与中公民做了有影响力的事情，需
要更多地底层公众参与的支持系统方能实现。

三、企业舆论监督中多层次公众参与的启示

通过ＴＲＩ数据库在美国三十多年实践的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企业环境污染的监督，需要有多
利益主体、多层次的公众参与，以形成舆论再进一步推动政策的出台。ＴＲＩ数据库的存在使得从公
民个人到立法机构都有了可以量化以确定风险的科学依据；同时，好的公共政策的出台需要科学知
识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多层次的公众参与能够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３２］（Ｐ２６）。在各类公众参与过程
中，认知风险一直是公众参与的主要目标，各类公众参与形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程序保障。企业的
公众参与对内是为了监测企业正常运行的环境风险，对外是为了树立负责任的社会形象以获取更多
的市场利润，对公众来说有了企业环境风险感知的目标客体，换句话说对于公众参与而言有了舆论
监督的靶子；初级公众参与中公民个体或社区团体，为了主动争取风险信息双向流通的参与机会，
是获取参与的前提；部分公众参与是通过大众传媒与专业民间团体，把企业风险的科学知识用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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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语言传递给公众，其目的是为了让公众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缩小知识沟，公众能够有效接收信
息，然后形成强大的舆论，为建立双向信息流通创造条件；充分公众参与是在保障前三种公众参与
的前提下，实现体制内的权力去中心化，达到风险管控政策的科学化与社会正义性；换句话说，能
够照顾到各方参与者的利益，实现社会正义与决策科学性的结合 （而政策制定权过分集中则很难达
到这一目标）。这四个层次具有阶梯性与递进性的特征，彼此又不可或缺，各有各的功能。
我国现在还没有建立ＴＲＩ数据库，目前对于企业环境污染最有影响力的监督形式是中央环保

督察。从２０１６年开始的中央环保督察在我国环境保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三批中央环保
督察之后，初步立案处罚的企业１５５８６家，罚款额度７．７５亿元人民币，立案侦查案件１　１５４起，行
政和刑事拘留人数为１　０７５人。然而，上述这些信息只有结果，具体信息从未对社会公开过①。权
力监督及其制约理论为政府干预地方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中央环保督察提供了理论依据。同
时，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环境污染这类负外部公共属性管理问题，是两级体制 （即政府和企业）失
灵所造成的，需要引入第三部门的参与管理与监督，即引入更多环保主体参与对话、监督与管理当
中来［３３］（Ｐ５－１２）。中央环保督察这种属于政府内部的权力监督，有学者认为这种权力制约的方式不可
避免地形成一种拮抗效果，将会导致管理资源的内部消耗，也将会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也不利于
我国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３４］。不过，中央环保督察在我们国家还是必要的，督查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在管理上有权威性，是由监督企业、再监督政府到监督地方党委的权力监督模式［３５］，督查推动
了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效率，这是基于我国国情之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顶层设计不断细化的结果。
同时，我们的环境保护应该有充分的多层面的公众参与，包括政府、企业和各层次公众的多元主
体，本研究这种基于ＴＲＩ数据库基础上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对于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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